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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学教育和情报学学科的发展都起源于 20

世纪 50 年代，并在早期呈现出和图书馆文献教育较

为接近的特点。 如美国凯斯西部大学教授 A·福克于

1950 年开设“文献课”被认为是情报学教育事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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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数据技术和数据科学为现代情报学的学科体系设计和学科特色回归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 从人们对数

据科学的认知和社会对数据科学类人才的需求角度来看，现代情报学也需要积极探索新时期的新发展方向。 文章

结合大量文献整理和理论分析，对比分析了情报学与数据科学的区别和联系，重点从学科研究方法和学科教育内

容两个角度探索了相关的学科建设思路。 数据科学在情报学教育目标的重定位、教育内容的重设计和人才培养的

新要求等多个角度可以为现代情报学学科发展提供有益的改革方向参考，不仅有助于改变传统情报学学科固有的

一些陈旧内容和方法， 而且有助于情报学更好地适应新时期包括国家战略层面和社会应用层面的多方面现实需

求。 文章系统地从学科对比分析的角度，认为在明确情报学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的情况下，数据科学可以成为现代

情报学学科发展的重要助力和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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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Methods and Discipline Education Content Design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Oriented for Data Science

Abstract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big data technology and Data Science provides the necessity and possibility
for the discipline system design and discipline characteristic regression of modern Intelligence Studies. From the per-
spective of cognition of Data Science and social requirement for Data Science occupation, modern Intelligence Studies
needs to actively explore new development direction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a large number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and relations between Intelligence Studies and
Data Science, and explores the related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ideas from two aspects of discipline research methods and
discipline education. Data Science can provide beneficial reform direction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In-
telligence Studies, including the re-orientation of education goal, re-design of education content and new requirements
of personnel training. It not only helps to change some old contents and methods inherent in traditional Intelligence
Studies, but also helps Intelligence Studies better adapt to various practical needs in the new era, including national
strategic level and social application lev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disciplines, this paper be-
lieves that Data Science can become an important basis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modern Intelligence Studies trans-
formation under the condition of clear research object and research goal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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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 ［1］，随后世界各国纷纷开始情报学教育，如苏联

（1962 年）、联邦德国（1967 年）、日本（1979 年）等。从

概念来看， 国外早期开始的情报学教育大都也是图

书 馆 学 教 育 的 延 续，这 一 点 可 以 从“Information”到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才进入各院系名称得以看出 ［2］。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有学者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情

报学教育最早起源于中国［3］。

我国于 1956 年成立了中国科学院情报研究所，

1958 年改名为中国科技情报所，并于同年成立了中国

科技情报大学（1960 年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并），

设置情报系、编译出版系和图书馆学系，标志着我国

情报学高等教育的开端。 同时，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

还通过创办科技情报干部培训班，以期为国内培养

更多的科技情报人才。

然而伴随着机构的建立和人才培养的发展，我

国的情报学教育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尤其在教学内

容、教学目标等方面，不同的院校存在由历史和定位

产生的各种差异，分布于不同学科背景下的情报学

研究也会在学科层面带来教育特色的 差 异 日 益 明

显。 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情报学人才在和其它学科

人才竞争中处在相对劣势［4］。如社会上普遍对情报学

人才定位的认识存在偏见和模糊不定，我国现有情

报学课程体系没有很好地区分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层

次性教学差异 ［5］，不同教育单位对情报学的学科定

位、课程体系、课程组织、课程评估都各自为政，缺乏

总体统一的标准化课程设计［6］。

新时期的情报学发展呼唤新的教育体系设计。

面对着快速发展的信息 技 术 和 社 会 需 求 的 急 剧 改

变，一方面，需要加强情报学教育中的情报分析能力

培养，如注重培养对一手信息的分析能力，加强情

报分析实践能力的锻炼与培养，强调在掌握传统能

力的基础上，加强领域创新能力培养 ［7］；另一方面，

情报学教育也需要强调结合行业应用和专业背景，

即培养具有非情报专业领域知识的情报人才，以社

会需求导向来为社会提供更为实用的情报人才 ［8］。

因此，吸收包括数据学科在内的新兴数据资源

研究方法，面向大数据时代情报人才的社会现实需

求，可以为积极探索新时期情报学教育和人才培养

提供一种有益的思路。

1 面向数据科学的情报学学科研究方法

1.1 大数据环境下情报学的学科发展契机

大数据驱动的研究方法成为信息处理相关学科

的基本和主要研究方法，其中情报学也获益良多。 大

数据给情报学带来的变化不仅表现在以知识、 数据

和智能研究为核心的研究发展和面向用户的知识交

互与应用发展，也表现在提供了更多不同领域专家

共同协作的发展机遇［9］。

纵观学科发展历史，情报学在研究方法上一直

都与所处时代的信息处理技术与方法关系密切，从

早期的纸质印本文献信息中的传统图书馆文献处理

技术，到计算机时代的数字信息处理技术，再到互联

网时代的网络信息资源处理技术，情报学研究方法

一直发生着明显的变革。

2010 年以后，随着社交网络、物联网和移动互联

网的出现和发展，互联网数据资源呈现出前所未有

的指数型增长，与此同时，人们对于如何获取、存储、

处理和分析这些海量数据资源，到资源利用、技术处

理等各个方面，开始掌握有效的方法，从而形成了大

数据的信息资源环境。 现在的大数据环境特点在于

以多源异构海量数据为载体、以包括移动互联网和

物联网在内的互联网为基础的一体化 数 据 资 源 环

境 ［10］。 大数据实现了研究问题的粒度缩放、跨界关联

和全局视图［11］。

相应的大数据思维也有助于大情报观的重塑。

借助于互联网和大数据，传统的数据孤岛和信息孤

岛得以进一步连接， 提供了更多综合关联分析的角

度和可能 ［12］。 这一变化的直接反映就是传统情报观

的概念链变化。 在许多场合，人们都能看到从数据直

达情报的应用案例，也就是说，传统意义上的数据经

过信息和知识等阶段转换为情报的过程，有可能变

成由数据直接到达情报［13］。

大数据环境下，情报组织颠覆了以往的线性组织

模式，即从文献采集、加工、分发到最终的情报用户服

务，以用户为中心的情报组织模式更为突出，用户可

以参与到情报组织过程中，情报组织不再遵循某种固

定的模式，而是根据用户的现实需求实时、交互式的

进行。情报组织所依赖的空间也由传统的物理空间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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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到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并存。 此外，众包等协同化

的组织模式成为情报组织的一种重要方式，基于大

数据技术的自动化信息组织方法获得广泛应用。

1.2 情报学学科研究方法的适应性改变

1.2.1 情报学学科研究方法的变革

大数据应用的迅速普及，使得大数据研究方法

逐渐被各个学科领域所关注。 如何适应大数据发展

的需要以及它在大数据环境下如何调整与变革，对

于以情报处理与分析为主的情报学科而言影响更为

深远。 大数据给情报学带来的转变可以体现在信息

服务、信息共享、信息交流、信息链等诸多方面［14］。

大数据给情报学带来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

个方面：（1）在情报研究对象方面。 大数据的广泛应

用导致了互联网时代就已经开始的开源情报利用工

作得到更为广泛的重视 ［15］，以大数据方式呈现的情

报资源开始逐渐成为情报分析和情报研究的主要研

究对象，多元聚合和大数据驱动等新服务架构设计

方法也成为现代情报学研究的主要方法 ［16］；（2）在信

息服务应用。 除了以竞争情报分析为特点的社会层

面应用不断加强外，国家层面的情报服务应用需求也

在不断加强。伴随着国际竞争环境的改变和国家发展

态势的急剧变化，特别是 201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安全法》和 201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

法》的出台，新时期情报应用服务逐渐上升为国家战

略；（3）在用户信息素养方面。 现代信息服务所面对

的用户群体不再像以前那样不容易和不擅长获取信

息资源，相反，他们获取信息的能力和意识都很强。因

此，传统信息服务中用户的被动服务角色也逐渐让

位于为主动获取信息的用户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

个性化服务成为主流方式，大数据也为精准个性化服

务提供了可能，产生了用户画像等新型应用［14］。

面对大数据带来的数据资源环境变化，情报学

需要特别重视如何从超大海量、结构类型多样的数

据中获取、存储、处理、分析与提取真实且有价值的

辅助决策依据，即情报资源 ［18］。 大数据环境下，情报

学已从单一领域情报研究转向全领域情报研究，需

要围绕情报任务与需求，综合利用多种数据源，广泛

搜集各类相关信息，运用多种工具与方法进行内容

分析，监测其中的新现象、新情况、新异常，发现其中

的规律、本质、战略意图等，并进行科学分析，形成情

报分析报告。 大数据环境下的情报学更加注重新型

信息资源的分析，更加强调情报研究的严谨性以及

情报研究的智能化［19］。 反之，数据科学也可以通过结

合情报学寻求应用价值的目标导向。 情报机构一直

都是大数据行业中重要成员，情报学已有的分析方

法和理论也能为大数据分析提供更有价值的应用方

向，如利用医药文献引文分析实现对药物和疾病隐

含关系的发现 ［20］，利用人物关联的知识图谱实现对

公安情报决策服务支持等［21］。

将情报学置于大数据环境来开展研究，将为现代

情报学提供诸多新的研究内容，从而推动情报学研

究的发展与创新。 如在公安情报学领域，文献中提到

的“数据警察”［22］“数据型警务”［23］“大数据侦查”［24］“大

数据公安情报理论”［25］“大数据公安情报运用”［26］都

强调了大数据时代下情报工作所面临的变革力量。

这不仅要求现有的情报学研究内容和方法要适

应当前大数据环境的要求，积极探索新的研究可能

性和研究思路，同时也要求万变不离其宗，牢牢把握

住情报学研究的内容和特点，而不是单纯的转移到

数据科学研究的天地中去。

具体到研究方法上，大数据和以大数据为基础

的人工智能技术都为情报学研究方法提供了从介入

性方式到非介入性方式、从部分探究到整体研究、从

人工分析为主到计算机分析为主 的 转 变 动 力 和 条

件 ［27］。 如数据语义关联、数据整合聚类、数据深度挖

掘、深度学习、空间分析、时间序列分析、可视化技术

等极大丰富了现有情报研究方法，现有的情报分析

技术也高度依赖现代大数据存储技术、数据组织技

术、情报发现技术等。 尤其在情报采集、知识组织、情

报态势感知、情报分析等方面，基于大数据的各种现

代人工智能技术更是发挥主要特长的关键技术［28］。

1.2.2 情报学学科研究主体的稳定

大数据给情报学科开辟新的研究空间和方法的

同时，也可能带来情报迷失以及传统学科研究方法失

效的问题［29］。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信息链上，

大数据可以从原始信息中直接挖掘出需要的知识、情

报和解决方案，并被应用于特定场合，这在应急决策

中表现最为明显［30］；二是大数据处理当中对于数据处

117



理分析本身的技术需求特征使得情报学研究方法和

数据科学与计算机科学结合得更为紧密，如果不注重

系统化思维和学科自身目标的定位，我们将会再次面

临与互联网时代到来前相似的情报学发展困境。

即使是以大数据为核心，当代各门学科都在寻

求新时代的转型升级、方向定位和创新发展，但是仍

然需要以现有学科主体为内核，大数据作为一种资

源和方法，无法取代现有学科的研究对象。 以前情报

学发展过程中偏向于图书馆、信息等的发展路径，已

经对今天的情报学发展产生了很多不利影响。 当然，

这种情况也并非情报学学科所独有，如今天的计算

机类学科几乎已经走向人类研究的各个领域，但是

过于强调计算机方法，就会导致现有学科侧重点发

生偏移。 有学者通过调研美国 25 所不同类型的大

学，发现只有加州圣芭芭拉大学和华盛顿大学有计

算机学院，其中华盛顿大学的计算机学院实际上还

是工学院下属的学院。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科

融合和学科自主的博弈平衡。 同时，过于细致的学

科专业划分也反映了我国学科发展思路定位中存在

和问题，由于我国大学和学院设置主要延承苏联的

体系，学科和专业划分非常散，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

后来的计算机类和信息类专业往往也是独立存在［31］。

再如数学也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以至于

有些经济学学者认为过度和片面数学化就是经济学

本身学术路径依赖的不利结果，反而导致了包括随意

变量替代、随意建模、随意解释因果关系等各种不正

常的经济学研究方法［32］。

2 情报学教育的数据科学导向设计

2.1 数据科学教育

数据科学是一门以大数据为研究对象的交叉性

学科，其理论基础主要来自于计算机科学、应用数

学、统计学、信息学等相关学科，同时数据科学必须

要结合特定的行业应用领域，不存在纯粹意义上的

大数据研究，因此数据科学研究往往还要兼备大数

据所属领域或行业的专门知识。 今天，数据科学逐渐

成为信息科学领域知识的新理论基础，并提供了重

要的技术基础［33］。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 2007 年首次设立“数

据分析”硕士专业，纽约大学首创“数据科学”硕士专

业。 国外大数据相关硕士人才培养主要有七个方向，

包括信息系统、数据科学、健康医疗、商业分析、应用

统计、商务智能和 MBA 大数据方向等，其中很多应

用领域都与情报学有着高度的重合［34］。 在 iSchool 联

盟院校中，已经有多所图书情报院系开设了数据科

学与大数据技术的专业［35］。

我国目前最为直接相关的有 “大数据管理与应

用”和“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两个本科专业方向，

前者位于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门类下， 而后者则位

于计算机学科门类下。 虽然两者侧重点不同，但是都

强调对大数据技术和方法的使用， 尤其是前者更和

情报学的数据分析应用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国数据

科学相关本科教育开设时间较短，也还没有成为一

门独立的学科门类，硕士教育也多处于探索阶段，整

个学科教育环境尚不成熟，数据科学方向则更多的

散见于包括计算机学科、管理学科、经济学科等诸多

学科领域中 ［36］。 因此，国内该学科多设立在计算机

类、经济管理类和信息管理类学院。

2.2 情报学教育设计的具体内容

探索数据科学与情报学专业的融合可以看成一

条当前情报学教育改革的有益选择。 马费成和宋恩

梅［37］认为情报学研究对象经历了传统纸质文献到电

子信息、再到知识的过程，可以看出现在的数据科学

研究正好反映了当今社会对于海量信息资源中发掘

有效知识和获取情报的迫切需求。

按照 2017 年《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发展（南京共

识）》的意见，我国情报学教育需要完成五个方面的

更新，分别是重新定位情报学学科的发展目标、重新

认识情报工作的性质与作用、 重新设计情报学课程

体系、重新认识理论、技术、方法的重要性、重新认识

情报的能力［38］。

2.2.1 情报学教育目标的重新定位

数据 科 学 教 育 为 情 报 学 教 育 的 发 展 带 来 了 机

遇，两者在当前大数据时代，确实存在着互补所长的

现实需求［39］。 数据科学可以为情报学研究的回归提

供机遇，也为情报学研究的发展变革带来新的可能。

因此，情报学教育应积极吸纳数据科学的理论、技术

与方法，以催动情报学教育的变革与发展［40］。 这也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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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学教育在新时期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

大数 据 分 析 是 大 数 据 技 术 最 为 重 要 的 应 用 方

向， 注重研究从海量数据中识别帮助决策的隐藏模

式、未知的相关关系以及其他有用信息的过程［41］。 情

报学研究方法也具备数据科学研究方法的特点，因

此，大数据相关技术能为情报学提供新的有效手段，

大数据相关研究内容可以为情报学教育增加来自于

海量异构数据的分析能力要求，尤其在知识图谱和社

会网络等方面。情报学教育与数据科学的融合可以进

一步提升现有情报学教育内容的先进性，增强对情报

专业人才现代情报分析技术和能力的培养。从社会需

求来看，近年来社会对于情报学专业人才培养也逐渐

提出了数据科学和大数据技术的相关技能要求，如情

报信息分析人员一般要求有数据分析能力［42］，有较强

的大数据分析能力及良好的定性分析能力［43］。

因此，陈沫等［44］提出设立情报学取向的“数据科

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或者“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

业，培养具有大数据思维和扎实的情报学专业基础、

掌握大数据处理技术及分析理论、并能将其应用于

情报学理论与实践的复合型人才。 两者交融的价值

在于情报学教育可以为大数据提供基础研究方法和

应用服务导向，而大数据则为现代情报学教育注入

了新的教学内容和方法技术，情报专业人才获取分

析情报的效率和效果都能得到巨大提升。 具体的课

程设计可以包括紧密结合大数据与情报学专业的新

兴课程，如文献大数据分析、用户大数据研究等。

2.2.2 情报学教育内容的重设计

DIKW 概念链将各种层次的信息资源看成是由

数据、信息、知识和智慧组成的完整体系。 数据科学主

要研究从数据中获取知识，强调从客观数据中获得知

识以应用于现实应用问题的解决。这个概念链也体现

了从客观数据计算到主观价值判断的传递过程［45］。

根据 DIKW 概念链的提法，面向数据科学的情

报学教育主体内容可以形成由链条上四大概念组成

的模块体系来构成（具体内容见图 1）。

站在数据的概念角度，情报学教育的主要内容

侧重于基于大数据方法的情报研究方法，如 Python、

Java 等语言、大数据技术等。 在算法层面上，情报学

教育还需要广泛关注基于大数据的各种常见人工智

能方法 ［46］。 同时，相关教育内容也存在和计算机科

学、统计学和数学等学科的交叉交融部分。目前，这

一块情报学教育内容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站在信息的概念角度，情报学教育侧重于情报

领域特有研究内容的教学，也是情报学教育区别于

数据科学教育的关键基础内容。 从 20 世纪 90 年代

开始向信息管理转型的情报学教育，已经形成了大

量现成的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 从目前国内情

报学教育实施来看，这一块也是相对比较完善和成

熟的部分。 事实上，包含着情报的传播、交流与利用

理论、文献分布理论和分类检索理论等内容的情报

学基本理论部分也需要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积极探

索相应的理论创新和应用扩展［47］。

站在知识和智慧的角度，这两块的情报学教育

可以说刚刚起步。 这不仅涉及到现有情报学教育与

其他相关学科内容的融合，而且还涉及到情报学自

身研究内容的整合和统一。 分散在军事情报学、公安

情报学和管理学中的各种情报学门类亟需在“大情

报观”的框架下形成完整的应用教学体系，避免教育

图 1 面向数据科学的情报学教育主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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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的重复建设和各自为政，也有利于情报学的未

来发展和学科话语权的形成。

2.2.3 情报学人才培养的新要求

社会对于数据分析类人才的需求一直都存在，

而且越来越强调数据分析与组织决策的结合能力，同

时在团队精神、人际交流、领导力和组织协调能力等

综合素质上也有着较高的要求。由于现代用户掌握如

何从互联网上获取有用信息的能力和意识不断增强，

往往可以不借助专业情报服务来完成一些简单常规

信息获取、信息处理和信息分析的方法。在基础情报服

务层面，以数据分析为基础功能等的情报能力已经成

为各种常见岗位的基本素质要求，无法凸显情报学专

业人才的特殊需求。 在高级情报服务层面，却没有看

到对等的教育培养体系和内容。这种巨大的鸿沟加剧

了我国情报学学科人才培养与现实需求的脱节。事实

上，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和中国国防科技信息中

心的核心情报研究力量近几年就开始转向从事科技

发展战略研究。 因此，情报学专业教育应当及时提升

教育层次，不仅仅要着眼于普通情报服务人员，还要

注重高端情报人才的培养［48］。

现有我国情报学科体系并没有包括国家安全情

报学此类的方向，在我国的学科专业目录中也并不

存在，相反，相关研究内容多散见于国际政治、国际

关系、外交、军事等其他相关领域。 已有部分学者对

此进行了有益地探索。 如在人才培养层面，谢晓专［49］

认为我国在加强竞争情报研究与人才培养的同时，

要适应国家安全与公共安全之需要，与国际政治与

国际关系、刑事司法等有关专业合作，面向国家安全、

公共安全、执法以及各级政府机构、私营机构提供非

涉密类的情报学学历教育项目与职业培训项目。

按照培养定位的不同，可以从面向社会应用和

面向国家战略两个层面分别来看：

（1）面向社会应用层面的情报学人才培养要注

重数据分析类课程的技术和应用培养。 在具体教学

内容方面，情报学教育则应注重对情报人员思维能

力的培养［50］。 根据国际情报教育协会（IAFIE）情报学

教育的考察分析，认为情报学更应该注重学生对信

息更多样、更高层次的获取以及对知识的学习、运

用、创造等［51］。 其中，数据分析类知识教学相对比较

重要，如有学者也利用数据科学招聘信息通过深度

学习分析方法，发现在情报课程类所获取的技能素

养要求中，“数据分析”居于首位，其出现频次远远高

于其他实体频次 ［52］，这也有助于重新定位情报学教

育人才的培养目标和拓展专业应用。

（2）面向国家战略层面的情报学人才培养要注

意加强情报人才的智库型取向，应强调跨学科，特别

是数学、经济学、统计学、政治学、运筹学以及社会学

和组织行为学等学科领域［53］。 在人才培养中，要将这

些学科作为情报学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并更加突

出学生的政治素养和政策敏感力训练，使他们能够

关注国情、社情、民情以及具有战略思维和全局意

识。 在现代信息技术的深刻影响下，社会对于情报学

专业人才的需求极大的转移到了以方法、 技术为主

要关注点，传统意义上国家层面的情报服务呈现出

更高要求的特点，如信息采集机构、信息分析统计机

构、信息研究机构、前瞻性的预测研究机构、国家级

策略研究机构、高级决策支持机构等［54］。 这些工作岗

位往往对于实际工作经验都需要多年的积累才能胜

任，一般意义上的应届毕业生主要技能为收集和整

理信息，显然无法胜任该岗位高层次专业应用能力

的要求。 陈传夫［55］通过美国图书情报学教育的研究，

认为美国图书情报人才培养以硕士及 以 上 层 次 为

主，并且采用职业学位制度，强调图书馆与情报工作

的职业技能。

3 结语

大数据环境下，情报学需要围绕情报任务与需

求，从单一领域情报研究转向全领域情报研究，更加

强调情报研究的严谨性和智能性。 已有文献和实践

中提到的各种面向数据科学的情报学教育也初步形

成了一些探索性的成果，如数据警察、大数据公安情

报理论等都强调了大数据时代下情报工作的变革力

量。 展望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情报学教育能为培养

各行各业的情报人才、引领科学技术发展的科学技

术领航者、国家安全领域内情报人才、支持和担当决

策参谋的专业情报人才、各行各业具有高度嗅觉的情

报学家、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咨询服务人才、积极研究

情报理论技术与方法的情报学人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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